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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项目地方实践的差异性表达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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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验呈现出村庄治理性条件与基础性条件是影响项目绩效的关键。本文尝试提出二对分析概念即“公共

治理”和“私人治理”、“利诱型基础”和“排斥型基础”试图对项目问题做深入分析。建立通过对个案方法及其比

较研究基础上的研究，可以明晰项目地方实践的不同表达及其成因的复杂性。项目绩效的发挥不仅需要村民的

参与，而且也需要以公共性为目的的村庄治理; 同时，社会基础条件和治理样态也会相互影响。拥有良好组织能

力的“利诱型基础”的社区条件和“公权公用”的治理性基础是项目效度的关键，而“排斥型基础”的社区条件以及

“公权公用”的“私人治理”就成为项目限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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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税费改革直接导致基层组织主要财政收入来

源的农业税被取消，进而乡村组织财政能力大大削

弱，乡村组织面临治权与治责的双重弱化。为扭转

这一局面，国家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以项目制的形

式进行资源的输入，力图达到解决基层发展资金不

足、村庄治理乏力、村民参与缺失等治理性问题的

国家意志和目的。
然而，国家“表达”与地方“实践”之间往往存

有一定距离。调查表明，项目制在不同类型的村庄

中有不同的后果，项目制既能实现村民参与、基层

有效治理和激活村庄发展等国家意志，同时也与国

家意志相背离，即争资跑项消耗掉大部分治理资

源、村庄逐利化和灰色化、村民对项目的冷漠等。
究竟其原因何在? 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通

过对中部村庄和西部村庄的调查，从村级治理视域

和比较视角出发，抛开制度设置本身的影响，本文认

为这主要与村庄治理样态及村庄基础性结构有关。
税费改革成功化解了农民负担为表征的治理

危机，但基层治理乏力成为税改后乡村治理困境的

又一表征。项目制试图成为改善治理困境的一大

法宝，但项目基层实践的效果却差强人意，众多学

者几乎一致认为项目制带来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村庄治理的深层次矛盾。相关

研究较多，冯猛以后税费时期基层政府“向上要”
的财政结构为分析背景，通过对特拉河镇大鹅养殖

项目的考察，细致剖析了乡镇政府的项目打包行为

及其内在机制［1］; 折晓叶、陈婴婴将项目作为一种

资源分配形式，宏观分析国家、地方政府和村庄在

项目运作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

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和结果，展示“项目进

村”过程中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地方“反制”逻

辑［2］; 周飞舟认为，分税制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

“专项”和“项目”成为最主要的支出手段。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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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义务教育的案例分析，发现专项和项目资金并

没有按照上级政府的意志运作，反而出现了许多意

外后果，制约了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这种意外后

果就是项目资金的实际效应在于加强了县级职能

部门的力量而弱化了乡镇政府的力量，即强化了

“条条”而弱化了“块块”，并产生了与项目运作相

背离的后果［3］; 贺雪峰认为，国家项目资金不可能

包揽农村公共品供给，但是另一方面，农村内部自

组织能力弱化，两者共同导致后税费时期农村公共

品供给缺失的困境［4］; 渠敬东分析了项目制形成

的条件，项目制运作与新双轨制的内在关联、项目

制的分级治理逻辑以及作为项目制运作意外后果

的基层社会解体和重构等方面，立体式解析了项目

制的形塑机制、运作模式和政治社会影响［5］; 荀丽

丽、包智明等针对内蒙古某旗生态移民的项目化过

程进行分析，解释了多个项目连续输入对基层社会

生态和社会结构造成的影响［6］; 陈家建认为项目

制的好处非常明显，绕过了科层体系，上级用于基

层办事的资源被“打折扣”的可能性减少，其利用

率相应增加; 中间层级政府掌控资源的权力弱化，

腐败的机会也减少［7］。李祖佩揭示了项目化公共

品供给中出现的乡村组织失语、乡村组织自利性和

村民小组整合承接能力弱化等一系列组织困境及

其内在逻辑。项目建设过程中引起村庄社会内部

诸多矛盾，他认为大量项目资金在村庄中并没有得

到有效利用［8］; 他继续从“分利秩序”角度展开分

析，分利秩序以“权力”为主导，以“去政治化”为主

要表现形式，以“去目标化”为基本后果。后税费

时期乡村两级组织强制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错

位和功能失调，是理解分利秩序得以形成的深层逻

辑。“分利秩序”既是对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政治

社会样态的提炼和总结，同时又是动态的，会随国

家资源输入额度的增减和方式的变化而演进或变

异。［9］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学者较

多关注项目制本身的架构和运转等层面，而就项目

对基层社会的影响缺乏进一步深入研究。二是，关

注到项目在乡村社会造成的社会失序和混乱等的

负功能，却忽视了项目激活村民参与、实现有效治

理等的正功能。
因此，本文研究集中于两点: 一是，进一步从村

级治理的视域深化对项目问题的研究。以村庄为

本位，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对项目实践绩效进行研

究。二是，从以个案为基础的比较视角出发，研究

项目进村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及其背后的深层

次原因。三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提出的二对分

析概念即“公共治理”和“私人治理”、“利诱型基

础”和“排斥型基础”，尝试归纳出项目绩效的影响

机制。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比较研究和个案分析

法。单个村庄如何代表整体性一直成为困扰学者

的问题。在社区研究之外，虽然类型比较并不能很

好地解决个案的代表性问题，但通过类型比较方

法，可以进一步促进对区域和整个社会的了解。费

孝通的《云南三村》是其典型实践，他想通过对不

同的经济结构类型的社区进行比较研究，然后形成

某种相对较为固定的模式而逐步提升理解中国社

会的研究单位。类型比较研究能很好地分析国家

政策在基层的实践机制、过程及后果，找出导致不

同结果的村庄内生性机制。虽然受地区差异、个案

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个案不能作为推论总体的

依据，但个案所提出的问题和其背后所隐含的逻

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个案可以启发对问题

的更为深入的思考，同时还可以作为大规模调查的

依据。［10］因此，本文采用类型比较的方法和个案分

析方法，即通过国家项目政策在基层社会的实践机

制、过程及其后果的分析，揭示出村庄治理样态和

社区基础性结构是影响项目绩效的关键，并进而抽

离出项目绩效的影响机制。
2010 年 4 月和 2013 年 6 月，笔者分别到湖北

省的大坝村和贵州省的纳溪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

的调查，本文使用的资料都来源于这两个村庄的田

野调查。

二、项目地方实践后果的差异表达

1. 个案村: 大坝村和纳溪村

大坝村辖区面积 14． 5 平方 公 里，1235 户，

3514 人，3100 亩耕地，林地上万亩，10 个村民小

组，亦工亦农的经济结构十分明显，是一个典型的

城郊村，宜万铁路和三峡翻坝公路穿村而过，地理

位置优越，引进的项目很多。近年来，国家以项目

制下达的资金不断增多。但村庄历史短暂，缺乏传

统的民主、参与和组织资源等，再加上，村庄内生混

混之前活跃在江浙一带，资源的不断聚集导致混混

出现回乡热。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混混通过

2010 年的选举攫取了村庄大权，使村庄公共利益

遭受巨大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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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坝村项目一览表( 2009 年—2013 年 3 月)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实施主体 时间

国土整合整治 700 中央、省级国土部门 国家重点扶持项目 县级政府发包、承包人实施 2012
安全饮水工程 200 国家出资、省市政府配套、村民集资 省重点项目 同上 2010
农田水利建设 400 中央、省市部门配套、村民集资 省重点项目 同上 2013
通村通组公路 240 国家出资、省市政府配套、村民集资 省重点项目 同上 2009
便民桥 100 国家出资、省市政府配套、村民集资 省重点项目 同上 2011
保坎 70 国家出资、省市政府配套、村民集资 省重点项目 同上 2013
资金合计 1710

资料来源: 来源于对湖北省大坝村的调查。

纳溪村位于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是一个典

型的屯堡村寨，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2930 亩土地，

1255 户，4569 人。纳溪村有着较为齐全的民间组

织，如老年协会、地戏队、秧歌队、花灯组和佛事组

织以及近年来新成立的同乡会、钓鱼协会、文艺队

等组织，它们是村民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承载着屯堡社区文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特别是

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各种补贴、低保、修路、合
作社补助等源源不断地下乡，下乡资源因拥有一套

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来承接，从而呈现出良好的项

目绩效。

表 2 纳溪村项目一览表( 2009 年—2013 年 3 月)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万元) 项目来源 项目类型 实施主体 时间

安全饮水工程 100 中央、省市部门 省重点项目 县级政府发包、承包人实施 2009
农田水利建设 300 中央、省级政府、市级水利部门 省重点项目 同上 2013
通村通组公路 300 中央、省市政府 省重点项目 同上 2010
农民文化建设 70 市文体局、乡政府和村委会 市级扶持项目 — 2011
生态改造 50 中央、省级水利部门 省重点项目 同上 2011
资金合计 830

资料来源: 来源于对贵州省纳溪村的调查。

2. 项目实践后果的差异分析

( 1) 纳溪村: 项目实践实现了国家的政策诉求

就项目实践绩效而言，纳溪村利用村庄组织整

合社区内部资源和国家转移外部资源，实践着一条

内外协调型发展的路径，这条路径同样是以公共性

为发展目的的。
农田水利建设项目是上级政府基于纳溪

村两委班子办事能力强、村庄基础较好等因素

的考虑而给予的，不用村干部费尽心思去跑，

因为村庄在村干部和村民共同努力下营造出

一种较好的村庄条件，再加上班子领导力强，

干群关系和睦，村民参与性高等，这些成熟的

条件是上级政府看重的关键。同样，村庄也积

极作为，通过向村民捐款，自筹资金 40 万。其

中对村民的募款不仅是在村庄内部的人，同样

也包括走出村庄的人，因为村庄形成对这部分

人的一种吸引力，他们也愿意并主动捐款。项

目下来之后，通过参与项目建设，更是激发了

村庄参与性，村庄治理良好。2013 年元月，政

府直接将项目放在纳溪村，项目资金共 300
万，属于省重点项目。同样，文化建设项目等

也是因为村庄具有良好的承接能力而上级政

府主动给予的。
( 来自村主任 YHY 对事件的详细描述，

经笔者整理)

项目在纳西溪社区取得了良好的实践绩效，具体

而言，主要从政府、村干部与村民三个层面来呈现。
第一，对政府而言。项目制尤其是以“一事一

议”形式下来的项目，其在拥有良好组织体系的村

庄中能很好实践，契合上级要求，政策的制度表达

和地方基层实践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对国家和

政府而言，项目制设置既能达到基层政府和中央政

府减少村庄建设成本，又能实现国家通过项目推动

社区发展的双重目的。因此，国家意识和意图通过

项目得以很好表达和实践。
第二，对村庄精英而言。项目制推动村干部对

其自身作为“当家人”和国家代理人的双重角色认

同，既能激发村庄内部发展动力，又能获取外部多

元支持系统，实现内外互动。首先，“当家人”的确

认。村干部对项目的申请和监督的过程，同时也是

增加村干部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的过程，是对自身

的村庄治理主体地位的不断确认，不断明晰自身的

“当家人”和“村庄代理人”角色。其次，国家代理

人身份的确认。税改后，乡村组织及村干部面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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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治责双重弱化的困境，但纳溪社区表现得并不

是十分明显，因为国家项目的地方实践，重新赋予

了村干部治理资源，进而增加了其治理权力。村庄

精英对治权和治责的强化和重新拾起，在一定程度

上也就强化了村干部国家代理人的角色。第三，双

重角色的认同导致村干部积极行政，村干部同时作

为村民与国家的代表，他们在拥有丰富的内生性发

展动力的同时，也获得了外部力量的支持，其行事

更加顺畅，使得村庄发展既不偏离基于良好传统的

自主性的发展轨道，也不因丧失外部资源而出现外

部动力不足的情况。项目搭建了国家宏观政策性

诉求与群众微观多元化需求之间的互动平台。
第三，对村民而言。通过项目的的资源下乡形

式，村民能从中直接获益。村庄道路的硬化、便民桥

的修建、水塘的清污修建等都是村民能看得见的实

实在在的好处。不仅待在村庄里的老人和中年人能

看见，而且年轻人也能时常看见，因为村庄近距离打

工的人较多，在来来回回的旅途中，年轻人能看到到

项目资源带来的发展好处。因此，村民的村庄“我们

人”的意识更加强烈，对公共设施的维护和监督程度

也较高。总之，项目制不仅在资金提供方面的作用

是有效的，而且它也能提供一种动力，这就是培养村

民的一种民主参与的习惯。因为村民将公共品的供

给看成不仅仅是国家的公事，而且还是村民个体之

间的私事。这是国家与农民之间一种较为微妙的新

型关系。通过项目调动村内部发展力量，具有强大

的政策意义。而在纳溪村，村庄拥有良好传统资源

及建立其上的参与和民主氛围，国家下达的资源并

没有消解自治，因此，由项目产生的效度成为国家政

策的村庄实践的“非意外后果”。
( 2) 大坝村: 项目实践背离国家的政策目的

从项目实践后果而言，总体上，大坝村从未能

激发村庄内生性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外生

性资源的路子，转而走上了一条食利阶层攫取项目

资金的道路。项目发展的个体和私人目的凸显。
大坝村项目实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

段是“躲项目”阶段，另一个阶段是“跑项目”阶段。
2010 年之前，村庄出现“躲项目”行为，项目在村庄

的实践在实质上是虚空的，因为项目滞留于县，根

本没有到达村庄，更不用说项目绩效的发挥。而在

2010 年之后，村庄的“跑项目”行为凸显，因为混混

群体借机上台执政，攫取了村庄发展资源，进而不

仅不能达到政策目的，反而使基层民主法治遭遇消

解。不论是跑项目还是躲项目，项目资源在村庄的

实践始终与政策相背离。
关于“躲项目”。大坝村历史短暂，村庄也并

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承接项目资源，基层干部

采取维持现状是最好的治理策略，使得乡村社会呈

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无发达的民间组织，这

形成对项目下乡的不利的村庄基础。民间组织的

缺失和两委班子消极行政直接导致村庄的“躲项

目”行为。随着项目制的推行，项目资金规模不断

增加，但村干部执政的疲软，村庄缺乏承接资源的

能力，因此，项目资源滞留在县一级。因此，项目的

国家政策目的根本不能实现。据村民 YHD 介绍:

我们村的基础不好，村级主干道都才刚刚

弄好，村民一盘散沙，做事情也不积极，村干部

更是不行，叫他们去拉项目，他们不愿意，其实

他们是很软弱的，没有什么关系，也不积极到

外面去跑。
关于“跑项目”。项目制在初期阶段带来的利

益并不足以吸引混混驻足，但随着资源的不断向下

输送及混混的发展壮大，村庄内生混混有足够的实

力和动力进入村庄政治场域，借助村干部这一有利

职位进行资源的攫取。
大坝村虽然位于城郊，但由于村干部的软

弱，不敢承接项目，村庄基础设施较落后，村庄

发展滞后。因此，村民希望打破常规，拥护较

为强硬的人上台承接项目。因此，现任主任便

应运而生，他是一个混混。便民桥项目是主任

上台后跑来的又一个项目，项目资金达到 100
万，这是一个省级重点项目，由国家出资、省市

政府配套、村民集资，主要是上级配套。但是

项目资金只有很少部分用于建桥，据村民反

映，其成本不会超过 20 万元，因为桥的质量很

差，村民估计桥的寿命不到五年。钱都去了村

干部腰包里，一分部用于拉关系，另一部分作

为私人开支。因此，尽管有项目下来，但是食

利者对项目的吸取太厉害，以至于村庄建设形

式化，项目效果甚微。
( 来自村民 GUH 对事件的描述，经笔者

整理)

这群活跃在浙江一带的混混群体转而回乡，在

无村庄内部力量①的约束下，拉开了“混混治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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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能与混混抗衡的内部力量主要有组织起来的村民、中农
阶层及其他富人阶层，但这些力量在大坝村是缺位的，因此，混混
作为强势和逐利的群体，在有大量下乡资源可攫取时，其上台就成
为必然。



序幕。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混混通过村庄选举

直接掌握国家基层政治权力。权力赋予混混吸纳

项目资金的便利，混混成为国家惠农资源的中间攫

取者。因此，作为公共建设的项目资金反而被私人

所用。项目的分配权主要在乡县二级，因此，这就

需要混混动用关系、人情、面子甚至暴力获取项目。
如果说体制外的乡村混混还只是引发了乡村社会

的灰色化和乡村治理的内卷化的话，那么，混混直

接占领乡村政治场域，最大程度地进行资源的攫

取，这样就会出现“国家惠农资源千万，农民获利

较少”的结果。村民的参与性调动不起来，项目似

乎与村民无关，村庄公共建设等公益目标也很难实

现。进而，乡村社会呈现出一幅混混的强势和村民

弱势的力量二元性对立的图景。乡村社会一反费

老所谓的温情脉脉的常态，呈现出灰色化和暴力化

的病态局面，进而乡村利益受损。
混混治村导致的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甚至直接引发村庄社会结构的异化及建立其上的

村治的瘫痪。从长远来看，“混混治村”也不利于

国家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有悖于民主法治的社会本

质。“混混治村”可能造成民主的根基遭到釜底抽

薪的破坏，民主的根基不存，腐败也不会得到彻底

解决。简言之，项目发展受益的国家化与社村化的

双重目的都未能实现。

三、项目地方实践差异的成因分析

国家项目政策的地方绩效是项目制本身设置、
村庄治理样态及村庄基础性结构三者共同形塑的

结果，本文主要分析后者。通过比较分析，我们看

到了国家项目政策在基层的不同实践机制和后果。
抛开项目制本身的原因，经验呈现出项目绩效与村

庄治理样态和村庄基础性结构息息相关。因此，项

目制的实践需要基层社会良好制度和组织配套的

治理性条件，同时也需要村庄参与度较高、村民对

公共活动的关心等基础性条件，这是项目运作的基

础，如纳溪村给我们展示的一样，项目制使得传统

的“弥散型”的资源配置演变为“集中型”的资源配

置形式，起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相反大坝

村，村庄原本的民主和参与传统被两委慢慢消解，

最后被混混彻底击碎，村庄治理混乱，混混吸取资

源，村民更不可能从项目中受益。通过对项目实施

的实践机制和效果的分析，本文尝试用“利诱型基

础”和“排斥型基础”、“公共治理”和“私人治理”

的框架来阐释影响项目实践的机制问题。表 3 是

项目实践效果的影响因素表。
表 3 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

村庄 村庄性质 治理性条件 社区基础 项目后果

纳溪村 团结型村庄 公共治理 利诱型基础 项目效度

大坝村 分散型村庄 私人治理 排斥性基础 项目限度

1． 村庄基础结构———“利诱型基础”和“排斥

型基础”
村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

村庄成员之间的关系状况和行动能力，其中最为典

型的村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

族组织。［11］从村庄社会结构和村民行动单位而言，

项目制的实践效果跟村庄社会结构有关，这就是本

文所说的基础性条件。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

和制度，其实践效果需要通过村庄来实践，因为村

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
律和制度在村庄实践过程中的机制与结果呈现出

很大差异。学界一般习惯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能

力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去解释农村政策实

践的差异，而忽视了村庄社会结构本身对政策实践

的反作用。［11］而本文恰好凸显这种视角，将社区结

构操作化为参与性、一致行动能力、主体性、对国家

政策的认同、村庄的归属感等指标，进而，将村庄结

构划分为“利诱型基础”和“排斥型基础”两种类

型。具体而言，村庄能将分散的村庄组织起来，这

种组织方式可以是血缘机制也可以是地缘机制甚

至职业机制，村庄组织就成为承接国家政策下乡的

有力条件，我们将这种有利于项目实施的村庄基础

称之为“利诱型基础”; 相反，村庄结构松散，无法

将村民整合和组织起来形成对上的承接平台，我们

将不利于项目实施的村庄基础称之为“排斥型基

础”。因此，村庄基础性条件是导致项目绩效迥异

的一大原因，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 1) 利诱型基础

简而言之，这指的是村庄拥有一套良好的组织

体系来承接国家下乡的资源。这是国家项目资源

的下乡进村与村庄结构实现良好契合的村庄基础

性条件，国家项目政策在与“利诱型基础”的基层

乡村社会对接时，其政策的实践绩效就十分明显。
这种利诱的基础主要表现在: 较为普通的价值观念

在村庄内部得到了一致认同，村民对村庄与国家形

成一种高度的认同感; 国家权威在深入最底层的村

庄时给予村庄一定的自由空间，村庄也并没有失去

自己的主体性，村庄拥有自主空间; 国家权力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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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中并不是“利维坦”，而是一种经过村庄的有选

择的接受; 村庄内部实现一种基于项目激活资源的

新规范，在这种结构性条件之下的村民，很容易达

成一致行动意愿并付诸于实践。因此，项目实践在

“利诱型基础”的乡土社会中拥有良好绩效。总

之，“利诱型基础”可以包括由宗族、中农及民间组

织等将分散的村民组织起来，进而形塑出承接下乡

资源的良好的组织平台。
( 2) 排斥型基础

简而言之，这指的是村庄没有一套良好的组织

体系来承接国家下乡的资源。村庄缺乏一种较强

的整合力，进而大大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随着村

庄遭遇的第一次现代化即国家力量和第二次现代

化即市场化的冲击，村民实践逻辑经历了从以责任

为本位向以权力为本位的转变，再加上村庄缺乏基

于血缘、地缘的整合力，因此，分散的村民成为阎云

翔所说的“无公德的个体”。同时，现代化在打破

旧有的关系形态时，却没能有效激发和建构新的秩

序，反而造成了村庄社会秩序的混乱、干群矛盾激

化、村民对项目的冷漠。这就是“排斥型基础”的

成型。这样，项目下乡的界面和承接平台就丢失

了。因此，与“利诱型基础”相反，“排斥型基础”主

要表现在: 村庄不具有强大凝聚力，无极强的内生

的积极的村落认同，良好的秩序被破坏、村民个体

利益凸显及关系松散、社区和村庄双层认同丧失、
一致行动能力的弱化。这种无序和混乱的村庄基

础形成对项目的有形和无形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

消解了项目的政策目的和宗旨。总之，与“利诱型

基础”相反，“排斥型基础”缺乏由血缘、中农及民

间组织等将分散的村民组织起来的机制，进而使得

下乡资源无有效的组织承接平台。
2． 村庄治理样态———“公共治理”与“私人治

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逐

步深入和三农问题的日渐显性化，农业问题的性质

递次转移，村庄治理作为农村基层社会的“上层建

筑”，越来越吸引众多观察家的关注。现实的强烈

需求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相联姻，迅速催生出这

一宏大的研究主题，由此形成村庄治理研究在当代

中国的繁荣局面。［12］西方社会强调依法治理，并与

权利高度结合，这与西方社会结构和文化有关，但

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权利缺位较为严重。众多

学者注重从本国实践出发，用规则治理来推动对法

治的反思。这里的规则涵括有正式规则如国家的

法律和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即情理等，从村庄治理和

基层行动的角度，根据规则治理要么为“公”，要么

为“私”的目的，我们得出两种不同的治理样态，也

即村庄治理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共治理”，另一

种是“私人治理”，两种治理方式是导致项目绩效

迥异的又一原因，下面具体来分析。
( 1) 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一种理想型，国家基层

治理和建设需要调动、组织和整合，这不仅需要村

庄能够组织起来，更需要采取以公共性为取向的发

展。这主要指村庄发展福利是为全村人所共享，社

区建设不仅需要村民的参与，而且也需要以公共性

为目的的村庄治理，这同时就遵守一种“公权公

用”①的逻辑。纳溪村的发展十分重视村民的公共

利益和公共参与，村干部用项目实现为村庄公共建

设和发展的目的。村社组织和村干部积极行政，村

庄公共利益在“项目下乡”背景下得以表达和践

行。从国家公共资源下达的实践逻辑来看，这主要

是国家自上而下提出的一种表达和规则建立在基

层社会的落实过程，其诞生是国家政策法规在基层

社会的一种“选择性亲和”。这种“选择性亲和”是

表达与实践的良好互动，是规则延伸下的一种“规

则融通”和“规则生成”。因此，“公共治理”整合了

政策或法律制度的精神脉络以及其他各种特定的

社会资源与实际多元化的需要，实现村庄发展的公

共目的。在资源下乡源源不断汇聚于乡村社会的

背景下，村干部通过积极动员和村民参与，利用组

织化和内生性资源建立了承接国家“公共资源”的

良好平台，塑造出村庄公共性的治理，进而实现村

庄发展资源为全体村民共享的公共性目的。总之，

在引进和运作项目的过程中，村干部利用外来资源

达到了项目治理的公用性，即通过引进项目增进了

治理能力、调动村庄积极性和参与性，从而最终实

现村庄整体发展。
( 2) 私人治理

这同样是村庄治理的类型，但却是对“公共治

理”的偏离，其在转型期的农村社会表现得尤其明

显。如果说“公共治理”是基于“公”的话，那么，

“私人治理”就是一种基于“私”的目的，是一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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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雪峰老师在与我们讨论的时候提出了“公权私用”的概
念，主要指的是国家下乡资源主要不是用于村庄公共性的建设，而
进了私人的腰包。这里，笔者根据写作需要，将基层治理分为公共
性治理与私人性治理，私人治理指的公权私用，而公共治理指的利
用国家资源和权力达到了村庄建设和发展的目的。



权私用”的逻辑。这主要指村庄发展福利不是为

全村人所共享，社区建设中不仅村民参与性缺失，

而且出现以个体和私人为目的的村庄治理。大坝

村的发展既没有村民的公共参与也没有考虑村民

的公共利益，在“跑项目”阶段，村干部借用人情、
面子、黑灰势力等积极地“争资跑项”，项目来了，

但是项目的公共性目的却没有实现，项目资金并未

用于村庄公共建设，反而引发村庄秩序的灰色化和

逐利化，发展福利也没有为全体村庄所共享，村庄

发展资源被“俘获”，这是一种典型的“私人治理”。
正如学者所言，当前农村社会现状已经表明，

一旦“国权退”，迎来的并不是“民权进”，而是灰色

势力的跟进。正因为当前村庄中只有混混才能

“私人执法”，也只有他们的“私人执法”才有实际

效果，所以当前农村才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深

入。［13］混混治村是一种典型的“私人治理”，这种治

理形式排挤基层制度设置和村民参与，打破村庄原

有的制度基础，践行着少部分人的私人目的，这样，

村庄公共治理就演变为少数人的私人治理，村民需

求得不到表达，国家政策的“表达”与“实践”之间

的距离也渐行渐远。项目制的国家惠农目的与村

庄需求表达在村庄层面未能形成一个良好互动。
这样，村庄就难以规避混混或资本的嵌入和吸利，

也难以避免“正式权力非正式运用”。最终，“公权

私用”削弱了村庄内生力量，同时也消解了村庄发

展资源。总之，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村庄因组织化

的缺失和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而无法形成承接国

家“公共资源”的良好平台，“公权私用”的治理逻

辑也无法塑造出村庄公共性的治理，进而实现村庄

发展资源为少数人所分享。不论是混混治村、富人

治村等治理形式，如果不是以村庄公共性发展为宗

旨的话，那么，这样的治理就是一种“私人治理”，

从而直接限制了项目的效度。

四、结论和讨论

1. 结论

税费改革直接导致乡村组织财政能力大大削

弱，乡村组织面临治权与治责的双重弱化。为应对

因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的稀少和治理隐形成本增高

而导致基层治理运转的困境，项目制成为国家惠农

政策的一种国家对地方的实践表达。但是，项目制

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其实践效果迥异。项目绩效是

项目制自身的运作逻辑、乡村社会治理生态以及乡

村社会基础性条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基

于经验调查，将立论基础偏重于后者，这样，项目实

践绩效的差异表达是与村庄治理样态和基础性结

构相关的。本文提出二对分析概念即“利诱型基

础”和“排斥型基础”，“公共治理”和“私人治理”，

对项目问题做深入分析。项目绩效的发挥不仅需

要村民的参与，而且也需要以公共性为目的的村庄

治理。同时，社区基础性条件和治理样态同样也会

相互影响。因此，本文得出基本判断: 基于拥有良

好组织能力的“利诱型基础”的社区条件和“公权

公用”的“公共治理”的治理性基础是项目效度的

关键，而无良好组织能力的“排斥型基础”的社区

条件以及“公权私用”的“私人治理”就成为项目限

度的根源。因此，从村庄治理视域和比较研究出

发，抛开项目本身的制度设置方面的问题，那么，村

庄治理样态和村庄社区基础就成为影响国家政策

的地方实践绩效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提升“公

共治理”和“利诱型基础”就成为当代项目制背景

下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的命题。
2． 进一步讨论

本文以项目的地方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比较和

个案分析的方法深化了这一研究，从项目制的运作

逻辑来考察，本文还存在诸多需要讨论之处，相关

研究仍需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概括说来，有以下

几点。
第一，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很多，项目制度本

身的设置及其与村庄的互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项目制当前已经贯穿了中央到基层整个

政府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村庄的关系问题

是全面理解项目制的关键。本研究主要是从村庄

治理视域来考察项目制，如何与中央及地方政府项

目运作的机制贯通，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关于项目制的影响研究，并不能剥离并

分析出项目制的“净”影响，只能尝试讨论影响的

差异性。这些不足还有赖于更多的相关研究，以此

推进我们对项目制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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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either the specific projects or the system itself and the gr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ance，but lacked a comparative vision and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micro-
differences and their causes． Experience showed that village governance conditions and basic conditions affect the
project performance critically．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d the two pairs of concepts: “public governance”and
“private governance”，“carrot-based foundation”and“exclusion-type basis，”and with these concepts conducted
an in-depth analysis on project issues． Through the case method and comparative study，we could clarify the dif-
ferential expressions of the national projects' local operation and find out their complicated causes． In this way，we
can broaden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project system． But the present study still has the limitation that the
“net”effect of project system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ly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Key words: Project; National Mobilization; Local Operatio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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